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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中国城市青年的性取向状态及其与亲密关系满意度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全
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港澳台) 各地区各层级城市中年龄 20 ～ 39 岁的常住人口作为研究对
象。最终于 2019 年得到有效样本 5 089 份。从 3 个维度测量性取向，分析家庭连结对亲密关系满意度
的影响以及性取向的调节作用。结果 研究对象被区分为 3 个群体: 身份认同为非异性恋的群体 A，认
同为异性恋但不只被异性吸引或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的群体 B，认同为异性恋并只被异性吸引、只与异
性发生性关系的群体 C。对于群体 B，紧密的家庭连结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提升比群体 A和群体 C更小，
进而影响了亲密关系质量。结论 群体 B存在特殊性，他们的性取向状态与家庭价值可能存在矛盾，对
于群体 B，紧密的家庭认同对生活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促进效应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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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e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Chinese urban young adults． Methods Permanent residents aged 20 to 39 in cities of various 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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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31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 excluding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Finally，5，089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in 2019．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exual o-
rientation measure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nection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xual orientation． Ｒesul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A( who identified as non-heterosexual) ，Group B( who identified as heterosexual but were not only attracted to or
had sex with people of the same sex) ，and Group C( who identified as heterosexual and were only attracted to and
had sex with people of the different sex) ． Compared with Group A and Group C，the benefit of close family rela-
tionship on life satisfaction was lesser for Group B，influenc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quality． Conclusions
Group B has its particularity，and there may b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family value．
For Group B，close family identity has weaker promoting effect on lif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Key words】 Sexual orientation; Close relationship quality; Sexual minority stress; Family

良好的亲密关系质量不仅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有

关，还预测了更高的自我评价［1］，而中国城市青年人的

性取向正影响着他们的亲密关系质量。本研究中的性
少数者是指在性取向上不完全符合“异性恋正统性”
的人群，本研究不仅测量了性取向的自我认同，还通过

性行为和性吸引［2-3］考察了性取向。根据这 3 个常见
的维度，容纳的性少数者包括了同性性行为者、受同性
性吸引者或自我认同为非异性恋者。这也意味着本研
究涵容了自我标签为异性恋，但被同性吸引或与同性

发生过性行为的群体。
中国性少数者的压力来源包括了社会和家庭环

境，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社会舆论和歧视的压力［4］，在中

国“家本位”的文化下，性少数者还面对着青年人的事
业与家庭向原生家庭期待回归的压力［5］。例如，对于
同性恋者来说，由于考虑到家庭的“面子”和“成家”的
期待，加之同性伴侣难以获得来自婚姻和相关法律的

保障，一部分人隐藏了性取向，也有人进入了异性婚

姻［6］。本研究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探究家庭压力
对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并提出假设: 对家庭的认同感

无法预测性少数者对亲密关系和生活的满意度。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港澳台)

各地区各层级城市中年龄 20 ～ 39 岁的常住人口作为
研究对象。使用相互控制的配额抽样进行全国问卷调
查，根据第 6 次人口普查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
姻状况 4 个条件来确定抽样框。此外，仅对自我认同
为非异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进行单独抽样，参考刘明华

等［7］的研究，在 5 000 份目标抽样外，额外抽取 150 份
( 3. 00% )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报告［8］确定
各性少数族群的抽样比例。最终于 2019 年得到有效
样本 5 089 份。本研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人体实验委

员会的伦理批准，批准号: HＲ 199-2019。
1. 2 研究变量和方法
性取向 3 个维度的问题参考了 Badgett MVL 等［2］

的研究。采用亲密关系质量指数的简版中译版测量亲
密关系满意度［9-10］，Cronbach' s α = 0. 907。对于生活
满意度的测量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11］，5 个项目，7 级
评分，Cronbach' s α = 0. 862。对于自尊的测量采用
Ｒosenberg一般自尊量表，10 个项目，5 级评分［12-13］，
Cronbach's α = 0. 867。与家庭的关系测量基于 Tropp
和 Wright对群体认同的测量［14］，本研究中为 8 级量
表，打分越高说明个体与家庭的交集越多、认同越
紧密。
控制变量为所在城市层级、所在城市区域、流动

性、年龄、性别认同、受教育程度、主观收入层级、主观
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判断标准为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
是否相同; 主观社会阶层使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
Arthur量表测量［15］。
2 结果
2. 1 根据性别认同、性取向和性经历区分出群体 A、
群体 B和群体 C

5 089 名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29. 09 ± 5. 39 )
岁，出生性别: 男性 2 629 名( 51. 66% ) ，女性 2 457 名
( 48. 28% ) ，间性 3 名 ( 0. 06% ) ; 性别认同为男性
2 637 名，性别认同为女性 2 452 名，此后性别均指性
别认同。将自我认同非异性恋的研究对象简写为群体
A( n = 136) ，占 2. 67%，群体 A 的抽样偏差较大，呈现
更年轻、在大城市更加聚集的特点; 将认同为异性恋但
不只被异性吸引或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研究对象简

写为群体 B( n = 941) ，占 18. 49%，为自然的样本分布;
将报告为异性恋且只被异性吸引、只与异性发生性关系
的研究对象简写为群体 C( n =4 012) ，占 78. 84%。
2. 2 三个群体年龄、与家庭的交集、城市层级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的结果显示，群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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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分布与群体 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1. 000) 。三个群体间个体与家庭的交集关系比较，群
体 B的打分显著低于群体 C，但显著高于群体 A，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01 ) 。Mann-Whitney U 检验

的结果显示，群体 A所在的城市层级比群体 B 显著更
高( P ＜ 0. 001) ; 而群体 B所在的城市层级与群体 C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484 ) 。具体结果详见
表 1。

表 1 三个群体年龄、与家庭的交集、城市层级比较［珔x ± s /n(%) ］

项目 群体 A( n = 136) 群体 B( n = 941) 群体 C( n = 4 012) F /K-W χ2 η2p
群体 A-群体 B

M SE
群体 B-群体 C

M SE

年龄a 26. 52 ± 3. 78 29. 19 ± 5. 31 29. 15 ± 5. 43 15. 93c 0. 006 － 2. 67c 0. 49 0. 05 0. 19

与家庭的交集a 4. 82 ± 1. 94 6. 04 ± 1. 69 6. 41 ± 1. 56 80. 98c 0. 031 － 1. 22c 0. 15 － 0. 37c 0. 06

城市层级b 81. 08c

北上广深 47( 34. 56) 146( 15. 52) 663( 16. 53)

一线 32( 23. 53) 104( 11. 05) 412( 10. 27)

二线 28( 20. 59) 133( 14. 13) 505( 12. 58)

三线 18( 13. 24) 220( 23. 38) 917( 22. 86)

四线 8( 5. 88) 201( 21. 36) 881( 21. 96)

五线 3( 2. 21) 137( 14. 56) 634( 15. 80)

注: 标有“a”项表示，采用参数检验; 标有“b”项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 标有“c”项表示，P ＜ 0. 001

为保证工具的可靠性，检验了核心问卷在组间的

测量不变性。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自尊
的测量均能达到严格等值的水平，所有的比较拟合指

数( CFI) 均大于 0. 95，所有的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M-
SEA) 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都小于 0. 08［16-17］。
2. 3 与家庭的交集对三个群体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生活满意度和自尊在个体与家庭的交

集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并认为性

取向调节了中介变量。使用 SPSS 插件 Process 3. 4. 1
中的 Model 7 进行检验，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将性
取向制作成哑变量调节中介模型间接效应的前半路

径，建立模型 1，模型中存在线性关系［Ｒ2 = 0. 41，
F( 11，4751) = 296. 11，P ＜ 0. 001］。具体结果详见
图 1。

注: 标有“* ”项表示，P ＜ 0. 05; 标有“＊＊”项表示，P ＜

0. 01; 标有“＊＊＊”项表示，P ＜ 0. 001

图 1 性取向对中介变量间接效应前半路径的调节
( 模型 1，n =4 763)

与家庭的交集与性取向的交互项中仅有 XW2 对生
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作用，对于所有群体，个体与家庭

的交集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均显著，但该效应在群

体 B中最小。对于群体 B，当个体与家庭的交集程度在
中水平和高水平上时，它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比群

体 A和群体 C更小。具体结果详见图 2。对于路径“个
体与家庭的交集→生活满意度→亲密关系满意度”，群
体 C与群体 B 的效应差值为 0. 11，SE = 0. 04，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 0368 ～0. 1919，不包含零。

图 2 性取向对个体与家庭的交集程度与

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3. 1 性取向多元化和群体 B的存在
本研究中，认同为非异性恋、曾进行同性性行为或

感受到同性的性吸引的研究对象占 21. 16%，可见同
性性行为和性吸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状态，性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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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性行为和性取向认同在一些情况下是不一致的［3］。
本研究中根据性取向的多元维度界定了 3 个群体: 将
自我报告非异性恋者界定为群体 A，将报告为异性恋
但有同性性经历或不总被异性吸引者界定为群体 B，
将报告为异性恋、没有同性性经历且只被异性吸引者
界定为群体 C。值得注意的是，群体 A 和群体 B 的比
例与 Savin-Williams ＲC［18］研究中显示的 20%左右一
致，比潘绥铭［19］在 2010 年调查显示的数据更高。群
体 B在国内研究中往往被低估，其原因和测量与取样
的方式有关: 过往国内对异性恋、同性恋的研究，通常
仅让研究对象自我报告性取向，并且常用滚雪球的方

式取样，很容易忽略性取向认同不明确、性欲望对象或
性行为对象与自我标签有矛盾的群体。
3. 2 性取向与亲密关系压力
本研究假设没有得到印证，以往 Lazarevic V等［20］认

为对于性少数者而言，家庭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比社群

支持更小，甚至是微弱的，但这与测量方式、性取向身份和
文化背景有关。本研究对家庭认同的测量使用了多级量
表，并纳入了大量认同为异性恋的性少数者，发现在中国

的社会背景下，无论对于哪个群体，与家庭的联系不仅可

以显著地直接正向预测亲密关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显

著地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和自尊，进而正向预测亲密关

系满意度。但相比于自我认同为性少数的群体 A和完全
遵循异性恋规范的群体C，高家庭认同对于群体B在生活
满意度上的正向提升更少。可以推测尽管群体 B需要婚
姻和家庭的结构支持，但现行制度下的家庭运作模式并

不能完全适应他们的个体需求，而这可能是由于群体 B
的性取向状态冲突和对性取向的隐瞒导致的。
3. 3 研究局限
由于没有广泛调查的抽样依据，群体 A是单独抽样

的，存在明显的偏差，呈现出更年轻、更加集中在大城市的
特点。此外，问卷无法体现包括形式婚姻在内的关系状
态，也没有直接测量与性少数压力相关的变量。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紧密的家庭关系对群体 B生活满意度的

提升比“完全的异性恋”和自我认同明确的性少数者都更
弱。他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异性恋，也不是现代意义
上的同性恋，这样的矛盾和不一致可能会对个体的心理

健康和关系质量产生威胁，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制度
背景下，这不应被看作是完全消极的。无论是从研究还
是实践的角度，这个群体都亟需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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